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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立於禮」的角度觀察儒家的中道思維 

—君子不器 

 

 

本章提要 

 

    歷史不斷地往前推進，文明的積澱將受到全新的檢視，在所謂「禮崩樂壞」

的實境中，我們似乎也可以同時看見一股「重建」的曙光；對於「人間秩序」－

「禮樂」而言，古典儒家是以自身的生命來體驗它，並且以其自我省思之後的體

會來呈現它。因為源自於對一種「秩序」的關懷，這不禁使我們察覺並意識到古

典儒家對生命中這種「和諧」意義的追尋與探討，以及在這其中所引人深思的思

維意義。對於「禮樂」的關注、信心、檢討與重建，將能實質地呈顯出古典儒家

對「中道」的思索與推演。 

    所謂的「君子不器」1，一位具有道德修養與生活融通能力的人，他的思考

與認知必須是廣闊的，而他在社群生活中的角色也必然需要是多種層面的；思索

與調整自我將不斷在這樣的生活型態中進行。連結第一章所言，學思並重的主體

思維架構，亦能在「君子不器」的思考中看出。「器」者，「用」也，然而「不器」

者，則是能「通其用」也；「君子不器」實意味著：我們必須思考在這樣的社群

結構中，將如何站立在最為適宜的位置上，以及思考如何保持我們在這種人間秩

序中的平衡關係。深思其中，這是古典儒家在面對「禮崩樂壞」的歷史發展條件

下的真切思索與其回應；面對必須重整的「秩序」，生命產生省思，思維帶動行

為，一個能「通其用」的生命個體，必然需要與這必須接受重整的「秩序」同步

而相應；這無不蘊含著對生命的重新解讀，以及面對重新解讀之後所要接應的種

種課題。本章將從意識到生命必須不斷進行重組—「君子不器」—的角度切入，

來觀察儒家的「中道」思維。 

 

                                                      
1
  《論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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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對人間秩序的體察—禮之損益 

 

 

    古典儒家對於「人間秩序」－「禮樂」的探討，實際上將蘊涵著他們對「中

道」思維的發想；在面對許多接踵而來的環境轉變中，什麼才是最為「適當」的

施行方式，以及「合宜」的前進向度，是這群文化人所要思考的課題。所謂：「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2之觀點，將可看出古典儒家對「禮」

必當符合「時宜」的重要態度；這也意味著：「和諧」的秩序必須透過思考與調

整才能呈顯其穩固，並且才能藉此基礎予以推行。從這樣的角度再延伸，對於這

樣龐大的歷史課題，古典儒家將以審慎的態度來進行思索與論證（禮樂必須有所

損益）。在承繼與轉化的歷程中，我們可以藉此看出古典儒家對「中道」的基本

態度。 

 

    《史記》一書中記載著有關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蹟，它啟發我們的是，

文化意識開始被鄭重地拾起，思想也同時展開交流，更為嚴肅的課題是，我們將

思索著如何從中尋求可以持續往前邁進的「秩序」。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

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

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

焉。3 

                                                      
2
   參見《論語．衛靈公》。 

3
   參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在〈老莊申韓列傳〉中也有關乎孔子問禮的記載：孔子

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

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

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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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所要關心的議題，不在其孔子是否因此而直接承繼了老耼的思想，或

間接地受到其影響；從一位「請益者」和一位「被請益者」的角色看來，「學習」

才是問題的核心；學習正意味著「教學相長」。從思想「交流」與經驗「分享」

的角度而言，孔子問「禮」於老子一事，事實上是一次相互謙虛為懷的「對話」

歷程。從宏觀的文化視野出發，這是一次相當具有深度的文化「省思」—文化自

身的檢視與轉化。 

 

    若以微觀的視角來看，這是透過「孔學」與「老學」的思想交流歷程，來顯

現對「禮樂文明」再詮釋的可能。在思想交流的歷程中，我們看見的是思想自身

的活化機制，思想的積澱與智慧的呈現除了「創新」之外，似乎不是片面地為了

證明什麼或相互攻擊而存在，其關乎的是時時保持可以「吸收」（經由學習而轉

化）的狀態。4 

 

    從材料中發現，老子是以「謙沖為懷」的心性修養角度來闡明他對「禮」之

本質的看法，並且以此來教導孔子的；而孔子則是以「謙沖為懷」的學習態度來

進行請益的（學習之所以能被展開，其本身就是一種謙恭的態度）。所謂：「毋以

有己」的根本態度便直接緊扣議題的核心；倘若存有「機心」，那麼「禮樂」的

本質可能受到汙染，而「禮樂」所原有的和諧性也會受到質疑。「聰明深察」、「博

辯廣大」本具「謙沖」之質，但若只是一味地從「好議他人」、「發人之惡」的態

度出發，那麼最終也只是淪為純粹形式上的循環論辯而已，而失去「禮樂」原有

精神。 

                                                      
4
   由現今《郭店竹簡》的出土材料中發現，過去對儒家與道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必須重新評

估，他們的思維絕非是敵對的。而從匯集文獻的角度切入，孔門後學（儒家）的經典與南方文明

（道家）的經典同時受到重視。在以文獻本身的思想內容來說，《郭店本老子》所呈現的思想主

體更是深具「謙沖」的本質，其內容少有後世本中的抨擊性或主導性的語言；而儒家部分，則顯

現孔學內容的豐富性以及後學的持續發展，過去所謂孔孟之間的斷層也似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補

足（其中有子思的材料）。從整體角度來看，「孔學」與「老學」的思想已在戰國中期以前進行交

流，大思潮的演進促使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與吸收，而文化自身也在蛻變中。《莊子．天道》、《莊

子．天運》、《禮記．曾子問》、《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以及《孔子家語》

中所言及的孔老交流事蹟，正是一種由文化匯通之觀點出發所描繪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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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謙卑」的態度出發，進而引導出「平和」的生命狀態，老子對於「禮樂」

的態度並不消極，反在孔子的請益歷程中，老子實證自我並體現於孔子當前的正

是「自反」的積極態度，而「禮樂」的真實本質便是在這種「恭敬」與「和睦」

的品質中發展出來的；這不免讓我們思考到《論語》一書也有那「子絕四」與「反

求諸己」的人生底蘊。 

 

    《論語》中有這樣一句話：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5 

 

對「為國」之道的關切，將顯現著對「人間秩序」必須進行重整的心境，在古典

儒家思維中，對「禮樂」的重新詮釋，也正是對政治運作（公共事務的參與）的

實際反思。根據朱熹的看法： 

 

讓者，禮之實也。6 

 

而劉寶楠則引申之： 

 

讓者，禮之實也。禮者，讓之文也。7 

 

從外在形式中得知，禮儀行為能使人心與行為主於「恭敬」的狀態；而從內在精

神得知，禮儀的根本意識則能使之相互「和睦」而上下無所爭。對於公共事務的

參與，一直是古典儒家對思想落實的重要舞台，雖然某些立場與古典道家有所差

異，但卻無損於他們之間思想的溝通；在思想的經驗分享歷程裡，「讓」已被真

                                                      
5
  《論語．里仁》。 

6
   朱熹又曰：「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參見朱熹：《四書集註》，頁 22。 
7
   參見劉寶楠：《論語正義》。清人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55。 



第二章    從「立於禮」的角度觀察儒家的中道思維—君子不器 

 

 

 

 

 

 

77 
 

誠地呈現，而「禮」的實質精神也被切實地落實。 

 

    當思想能以「謙讓」的態度來尋求可以共同「參照」的各自價值時，文明的

再「突破」才能進一步的發展下去；相互攻擊的語言與暗自批評的方式，似乎是

可以被揚棄的。因為，唯有「自反」於心，才能容納更多的「參照值」，進而從

這些「參照值」中來建構當前所需的「人間秩序」。據此，孔子問「禮」於老子

一事，所呈現的正是「自反」的基本要質，在面對「秩序」重整的課題上，他們

都在叩問自我是否能體現生命「和諧」的真諦；當然，這裡也包括相互之間的思

想激盪。8 

 

    我們可以再確切地說，孔子問「禮」於老子一事對我們的啟示是：首先：在

重整「秩序」之前，理當必須探討「禮儀」的真實意義。其次：在思索的過程中，

文化自身不斷進行交流，所謂的「損」與「益」就能從中激發而出。再其次：對

「損益」之間的思考與判定將落實在「從之」的具體行為上。那麼，總合三者的

實際底蘊，正是對文化的再創新，對生命的再認同，對自我地再轉化；這些無不

是「中道」的據實精神。 

 

    身為一個「學習」者，其自心所展現的，正是「謙卑」的態度。十五志於學

的孔子，將其「心志」定位在「學習」的角色上，這樣的思考維度使之一生都落

點在對自身的叩問上。正因如此，對於能使之生命更為擴充並藉此而涵養自身的

                                                      
8
   這種由「謙讓」所引領出來的「和諧」，實際反應出「禮儀文化」的精隨。《左傳》昭公七年

有一段孟僖子向孔子學禮並託付說（南宮敬叔，又名閱）與何忌（孟懿子）使事之的記錄：九月，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

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

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

局，1995，10），頁 1294。由記錄中我們看到，孟僖子對「禮儀」的感召，正是來自於對自我的

反思，他如此「謙讓」的學習態度正也是感召於孔子的「謙讓」態度。記錄中孟僖子更引述鼎銘

中對孔子先祖「謙卑」與「禮敬」精神的肯定，並以此精神來託付其事；他深切希望，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能從師於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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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禮儀），他是予以尊重的；在其生命歷程中，孔子對於過去文明所呈

現的良善品質，融入了他自身的判定、選擇、參與，以及轉化。對於這些「文明」

與「經驗」而言，都將成為養成自我的最佳「參照值」。誠如對一位要朝向「中

道」品質而努力的個體看來，這是相當重要的涵養基石。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9 

 

文明不是片刻的成就，在時間的遞嬗中，文明與文明之間有著不容切割的關係，

它們各自遺留並承接了可以被認同的要素；在這些痕跡上，我們可以發現它活絡

的本質。然而，孔子卻發現另一更為重要的機制，那便是文明自身將會選擇最為

合適的路繼續發展，所謂的「損益」，正是「文明」可以持續推進的動力。這意

味著，有其恭敬「學習」的態度，以及謙卑「思辨」的能力，在學思並進的實際

體認下，「經驗值」才能達到一種融通的價值；然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經

驗值」能被得到認同而推展出來。據此，在其有「損」、有「益」的歷程中，文

明自身所追尋的，便是對「平衡性」與「和諧度」的探求。 

 

    事實上，孔子對「禮儀」的態度不僅是「敬仰」，理當還賦有深刻的「反省」

意識。「學習」與「思辨」所啟動的正是，對生命將如何朝向最為「合宜」的方

向進行探索。《論語》對周朝禮樂的觀感是這樣的：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0 

 

當我們接受一種觀點，或取向於某種程度上的認同時，所謂的「敬仰」就絕對不

是出自於一味的「盲從」，我們的內心應當進行過審慎的評估。孔子對於周朝禮

樂文化的肯定，正來自於文明本身對自我的「省思」；所謂的「監」，正意味著對

                                                      
9
  《論語．為政》。 

10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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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我的「反省」，以及對自我的「完成」。在「繼往」中，我們敬重並學習文明

的價值；在「開來」中，我們反省並重整文明的質地；在雙重的交流與互動中，

「和諧」的方向才能繼續穩健的發展下去。在周朝文明有「監於」二代的「損益」

歷程中，孔子所得到的啟示是，謙卑與禮敬的態度、反省與觀察的精神，以及最

終對生命和諧質地的呈現與完成。 

 

    孔子曾與子貢分享他對「禮儀」存在的態度：當子貢認為「餼羊」的儀式可

以被免除時，孔子卻顯得有些擔憂－在擔憂禮儀文化即將消失的同時，孔子已進

行了思維上的轉化。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11 

 

對於「禮儀」的堅持，孔子肯定不是片面性的抉擇，而是出自於謙卑、省思、融

合，與自我的完成；「禮儀」的存在，實際體現著生命的存在；對於「形式」的

維護，正相輔相成於對「情感」的投入。任何文明的經驗都有其討論的空間，在

所謂：「損益」的課題上，實際反映出人對自我的「定位」；重新進入體認文化的

感召力量才是孔子所關注的核心。能「敬愛」這樣的禮，是在於心境能與之相符；

「形式」必定有它存在的價值；孔子所認同的是，文明所引領出來的「感化」之

美。 

 

形式的價值除了維護整體政治運作之外，人必當在此「象徵」意義中尋求與

內心契合的依據，「禮儀活動」也將引領思想內涵質地的再深化。《左傳》召公二

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並引用先大夫子產對於「禮」的見地來論述「禮儀活動」

的實際精神。在其論述中，據實地展現出「禮儀」的根源、進行的依據，以及實

際的效應。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11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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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

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12 

 

「禮儀活動」的本質實際反應出人對宇宙的思維層次，透過對宇宙的省思進而再

度回歸到人類自身的省思；「民之行也」實展現出人自身對宇宙運行的詮釋，從

另一角度反觀，宇宙的運行也在詮釋我們思維的本身。據此，儀式不再只是為禮

儀本身而存在；經由公共事務的推展與進行，人所開展的視野是自身的參與以及

其中所帶來的認同，而不只是形式上的設想而已。 

 

    在日常行為活動當中，我們無不是在「行禮」，在這層多種角色扮演與轉換

的寓意中，對孔子而言，我們的生命不只是在「演出」而已，我們的生命確實是

進入某種狀態中的。13在《論語．鄉黨》篇中記載了不少有關孔子在朝或在野的

生活樣態，以及在其生活因應中所表現出來的容貌與心境；就整部《論語》而言，

它顯得格外特殊，它似乎正在勾勒一位「活生生」的孔子。14 

 

    儘管《論語．鄉黨》只是一些零碎或參雜的生活記錄，但站在整體思維的觀

點上，收入《論語》一書當中必定有它想要訴說的文化意識與其價值。正如許多

                                                      
12

   子大叔更藉此而申論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

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

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

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

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457。 
13

   這裡所言及的「行禮」，實際上包含著所有我們日常的生活行為，以及活動狀態。 
14

   事實上，在這些有關孔子禮儀行為的記錄內容當中，我們發現它是「全面性」的記錄；它

所呈現的語境不僅是行為活動而已，實際上還蘊含著內在心境的發想。其中包含著宗廟朝廷、政

事運作、日常生活等，以及食、衣、住、行等活動範圍都有詳盡的描述（記錄中所展現的是一個

人的整體面貌－包括行為舉止與心理動態）。 



第二章    從「立於禮」的角度觀察儒家的中道思維—君子不器 

 

 

 

 

 

 

81 
 

學者所認同的，《論語．鄉黨》的意義，不但能藉此生活行徑之記錄而活化起孔

子來，在這些豐富的禮儀背後，也同時蘊含著孔子深刻的思維模式；更具意義的

是，這等禮儀記錄不僅是在展現孔子，它同時也是在展現一個群體共存與在其相

互活動中所融合的文化意識。 

 

    而極有可能的，這樣的文化意識，正以它實際的時代意識在反映著「禮儀」

的存在意義，「禮儀」自身正在反省自己；《論語》中的這些記載正同時讓我們深

思文明自身的自省能力。事實上，《論語》將孔子這些日常生活狀態予以保存的

目的，正是在對我們訴說一個如何「親臨實證」15的生命個體，以及文明自身的

體整運行。從「實踐」的角度上看來，我們才能理解孔子對文明的「敬重」，以

及在經學習之後對自我的「反思」；孔子對自身的損益（合宜的體現自我）也在

此歷程中，反映得一清二楚。這將表明另一件事實，「禮儀活動」實際地在呈現

人對歷史經驗的省思，經由「和諧」步調的持續引領，人必定再度思考什麼才是

更為「合宜」的方向。 

 

    在針對行徑記錄中的多樣形容語句裡，不同的時空場合，便表現著不同的應

對行為與態度；這當然意味著：身為一個個體是否能得宜地展現在不同群體的運

作當中，以及他的自心是否存有其熱誠的態度來參與，與其最終對自我存在與自

我認同的審思。誠如：「入太廟，每事問」的心境一般16，種種行為準則的背後，

態度是相當嚴謹的；個體對行為的考量，也就著重於甚麼才是「得體」的，這將

意味著，自我與群體的共識就產生在彼此認同感的建立上。其整體關鍵在於，行

為與態度是一致的。由於角色、定位不斷地在變動；那麼，心境體會也就必須與

之變化；而緊接在後的，正是對照於自心的成長與思維的轉化；因為，這不斷的

相互引領的互動歷程中，我們都在做「適度性」的「微調」。這裡將訴說著：一

                                                      
15

   所謂進入「狀態」，不僅在於能「知」而已，它必定包含能「行」的毅力；真正的學思並用，

便在其能理路的通達與實務的落實。對於禮儀的感召，正來自於自身的實踐；孔子正藉由自身的

參與來呈現生命中「平和」的品質。 
16

   這樣面對禮儀的態度，以及其行徑所表現出來的意義，我們認為這是「謙卑的」、「學習的」、

「恭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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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又一次的「平衡」轉化過程。 

 

    種種的行為，將代表著種種的精神活動：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

與如也。17 

 

執圭，鞠貤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18 

 

這些禮儀行為的動機與表現是相當顯著的，且各具它存在的意義；在甚麼樣的場

合便有著甚麼樣的表現，它們不但不受懷疑，反而顯得如此理所當然；不管內在

心境與外在的行為，都是平和與愉悅的（侃侃如也）、中正與適度的（誾誾如也）、

戰戰兢兢的（踧踖如也）、威儀與莊重的（與與如也）。總括這些行為表現的背後

態度，我們可以發現它們一貫的本質都是「禮敬」與「謙卑」的。 

 

    因為，具備著「禮敬」的品質，所以能展現出「誠摯」的態度；因為，有「謙

卑」的品質，所以能隨時將自我處於「學習」的狀態中。 

 

    這等自我意識正源於自我的轉化，即能體現出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和諧關係；

如果能敬重於他人，即能得他人之敬重，這等對應關係，是一種平衡、適中的狀

態。嚴格來說，「行禮」的過程已產生思想上的「交流」，在這樣的儀式活動與日

常規範中，我們已經在他人眼前為自身傳達了某種程度上的思想內容，以及心靈

上的感觸。這一切也明白地在訴說著：生活是如何可以被進行的，而我們是如何

不斷在展現我們的思維模式。 

 

                                                      
17

  《論語．鄉黨》。 
18

  《論語．鄉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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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某些看似被「限定」的禮儀而言，很可能不是一種狹隘化或制式化的規

定，站在心境融入的角度上；這是對生活常態的一種敬重，以及反觀於自我的一

種涵養。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

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

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

必朝服而朝。19 

 

在這些繁文縟節中，我們察覺行為者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堅持（正如「必」字的使

用），在這些堅定的語氣與觀點當中，傳統以來的文明架構似乎是不能輕易改變

與更換的；然而，從另一角度切入，很顯然的，它們不是繁瑣的、支離的、破碎

的，反到是成熟的、有系統的，並且是經過整合的。所以在這裡有一項更為堅定

的事實將值得我們去注意：我們可以依此進一步推斷，這些文明思維中的產物絕

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以及完備，並且這些行為活動的展現已經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行之有年；它傳達的是，曾經有過一段具備和諧性的群體活動與社會結構，它

遠遠超乎文字記錄的表面意義。因為，這一切是「活生生」的－透過實際經驗的

積累與篩選，他們是「生活」在裡頭的。誠如飲食之節與居家之禮，無不在呈現

一種「適中」的態度與其精神。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祭於兯，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20 

 

                                                      
19

  《論語．鄉黨》。 
20

  《論語．鄉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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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行為必然有所「調節」，態度當然便有所「轉化」，這一切都是在韜

養自我；在強調性的字眼－「不」字－的連續使用上得知，「適當」的行為模式

與「合宜」的心境態度顯得如此重要。 

 

    從消極的角度檢視；「不」字給人某種在行為上必須有所制止的感受；在「不

能」的語句中傳達出命令式的規範意義。然而，從積極的角度延伸來看；「不」

字卻有其深度地隱含著對「過」與「不及」的行為缺失產生某種程度以上的勸戒

與善導的效果；這實質意味著，甚麼才是「適中」的表現。儼然在「不」字中所

呈現出來的意義是，對「合宜」的關注、投入與拿捏，以及如何真正的以自身去

「學習」。 

 

    事實上，在「不時」、「不正」、「不得」的複合性語詞序列中得知，這些飲食

行為正體現著「得宜」的禮儀活動，與其呈現出「適中」的文化意涵。在「不」

字底下所呈現的內在意義是：甚麼是可以的、甚麼是正確的，以及甚麼才是最為

適當的。所謂：聖人存心，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21我要做的，

是符合「時宜」的事情，其中將涵蓋著我與群體中的應對關係，當然還包含著我

個人獨處的時候。 

 

    如果對這些傳統的觀感中，讓人有著不合時宜的感受，甚至在某些行為活動

中，行為意義的背後正隱藏著某些宗教顏色與宗教情感的因素，進而使我們感到

格格不入。正因我們身處在不同的時空，我們的視野便輕易的以神秘的角度切入，

當條件不同的今日與隨之轉換的心境萌發時，我們會質疑它的真實性、會揣測它

的價值性；但容許我們以更大的角度來看；當往後人們以同樣的場景在檢視我們

時，我們的行為很可能成為另一種神話；事實上，我們只不過是在創造另一種價

值觀點而已。 

 

    因此，我們能推估的是，「禮儀」存在的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正是在呈現我

                                                      
21

   參見朱熹：《四書集註》，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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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生活周遭的情感反應。因此，這些所謂的「堅持」便突顯出它之所以存在的

必要性、合理性與自然性。在外部活動與內在心境產生交融時，我們可以得知更

為細緻的轉化過程，而且這種感受往往我們是日用其中而不知的。 

 

    然而，令我們更為驚奇的是，在這些文字的背後除了記錄著行為表現之外，

它還深刻地道出孔子「內在心境」的感受，以及在當時面對不同情境時的「心理

變化」。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22 

 

    我們發現一項事實，「禮儀」活動的本身不僅僅只是行為表現而已，在某個

深刻的意義上，它還展現著行為者的能力（這意味著，他為何這樣做，以及實際

上他能做些甚麼）以及他本身內在心境的反應（其中的內在反應，不僅是行為之

後的思考，在參與禮儀活動前，心境已經在進行思索了）。就此而言，這顯然不

只是記載外在行為的表現或是象徵性的活動而已，在這些陳述當中，《論語》文

本的記錄者與編輯者企圖傳達「內在本質」將是如何與「外在行為」同步呈現的。

這樣的實際思維意義是：禮儀不只是典章制度或行為規則而已，它的重點在於它

是「活的」、「動的」、「可行的」，甚至我們可以說，聖者所展現的是一個能夠活

動的「自然狀態」23；當然，這其中除了包含行為活動之外，還深具心靈上的活

動。 

 

    對於生命的種種課題，聖者不是一位憑空的想像家或設計者；在進行反思與

                                                      
22

  《論語．鄉黨》。 
23

  「自然狀態」所指的意義是，個體將深入其中，感同身受，並且設身處地的在思考著、活動

著。如果我們只是依靠理論或規範來尋得自我的意義與定位，那麼這顯然是不夠的；聖者是將自

我投入其中，在生活中不斷提升知識的功能與價值，進而使之轉化而成為日用中的智慧。可以相

信的是，人確實可以弘揚道，而不只是停留在道可以弘揚人的看法上。相互因應而出的是，如果

我們單就依靠情感的力量也是不足的，我們之所以能轉化與提升自我，正在其我們身處於一個實

際的環境中，而它需要我們能親身地對應，適宜得調整使我們的情感基礎在其環境互動之間更為

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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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過程中，創新的泉源是不斷湧出的，他實際所參與的不只是藍圖的規劃。

事實上，他所嚴格要求的是自我的認知（我是甚麼）與切實的活動（我能進行些

甚麼）；就身為一個可以實證的個體而言（誠如孟子所言的：踐形），理想正是表

現在生活中的。所以理想，也就不再只是理想了，理想就在於平凡當中可以被逐

步落實的；所以反觀之，一旦落於某種「理想」的假象中，那體會與實證的歷程

便會有所折損。假設我們針對的只是知識性的探索，那麼我們很可能會淪為分析

的工具；就在分析與被分析當中，我們很可能失去真誠，而我們就只能空等著另

一個分析的觀點來取代我們的分析而已。 

 

    對於這種生命秩序的體驗，已經不只是停留在「儀式」（形式化）上的而已，

整體狀態實已啟動思維的運作，以及其中所能帶動之種種發想。葛兆光就此認為，

儒家這種對自我認知之後的自我再轉化，將顯現出三項實質的意義（實際上，這

是對「禮儀」的省思），其言： 

 

第一：從儀禮的規則到人間的秩序，他們更注重「禮」的意義；第二：從

象徵的意味中，他們發展出「名」的思想；第三：推尋儀禮的價值本源，

進而尋找「仁」，即遵守秩序，尊重規則的心理與情感的基礎。24 

 

    所謂真正的融入正是實際上的參與，而實務上的參與正是推動思維的重要根

據，有了這一層轉則，思維的內容才有其意義與價值；在這三點論斷上，我們實

際察覺到，形式與情感是相互交融的；當「禮」成為一種經由某種程度之自我精

神訓練以後，而反芻以推應於事物的歷程時，「禮」不但承繼一種生命的具實感

與作用性，而且更具有其濃厚的同體心境。 

 

從原本懸空的架構，經過親身的參與，以及審慎思考，「禮」有了生命的意

義性，它深具某種精神作用，更能依此作用而成為一套群體所認同的規則；公共

                                                      
24

   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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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的推展與認知得以進行，情感與心境也同時得以抒發與交流；依此，人將意

識到存在的意義。 

 

    因此，「禮」的意義，不能只是單靠外在的行為模式來呈顯，它必須回返到

思維的程序中來彰顯它的實際精神；它的確切意義與其精神正在其生命與生命之

間能就此而產生某種層次上的共同感召，這樣的感召正來自於思維的參與以及之

後的行為推出。嚴格來說，行為的活動與思維的運行是相輔相成的。在《禮記．

禮器》中有一段對「禮」之實質要義的記述；其言：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

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

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

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

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

有稱也。25 

 

    所謂「時為大」，是從總體思考的角度切入，它意旨於必須對當下的實際環

境進行全面性的考量，它包含著時間與空間之種種條件；從所謂的「順」（倫理

之分際）、「體」（祭祀之對象）、「宜」（行事之得體）、「稱」（祭祀物品之合理分

配）等種種被列為「次之」的思考來進行反觀，「時」的意義與其實際之內容將

涵蓋這些「次之」的所有內容。以「倫理之分際」而言，何嘗不是依據於「時」

而找到適宜的定位，而以「祭祀之對象」來說，也必須按照當時的情境來考量，

至於「行事之得體」與「祭祀物品之合理分配」等，也都必須依循時空之條件來

調配；這實際意味著，「禮」的真切意義與精神，就表現在「依時得宜」的思考

上（整體的時空條件），「禮」以「時」為大的思維，就在於尋求生命總體的公約

數。 

 

                                                      
25

  《禮記．禮器》。 



儒、道兩家「中道思維」的生命底蘊 

 
 
 
 
 
 

88 
 

    深入來說，所謂的「倫」，即是在這些行為歷程當中，親身去體驗生命與生

命之間的關係，在群體關係中思考到自我存在的意義，以及他者的意義；宗廟的

公共事務、長幼之別、君臣之間的適宜表現，都在呈顯對於一種「公共關係」的

思考，思索這些事物，以及事物與事物之間種種關係的全面意義。「倫理」的意

義，即能使人依此而尋得其定位。而所謂的「體」，即從祭祀的對象與其該祭祀

場合來進行思考，在不同的祭祀活動當中，呈顯出不同的生活意義；這些不同的

公共事務在其歷程展演中則有不同的教育意義，這實質能反映出我們對生命的種

種不同層次的認知與認同。「得體」的意義，即能使人思考到不同層級的定位與

其意義。而所謂的「義」，即是能在這些公共事務推行的同時，思索其行事的適

當性，特別是對這些實務的調配與調動；誠如祭典、喪禮、外交、宴客等等開支

與花費，都必須依實際狀態而定，真正的合宜與平衡，就在於能思索到禮的精神

卻又不至於因節儉而吝嗇或因行禮而奢華。「合宜」的真切意義，即能使人活用

禮儀本身。而所謂的「稱」，即是從這些不同關係、不同層級所突顯的定位與意

義當中去反思自我的意義；最終祭祀物品之分配與安排，不會有所遺漏，也不會

有所多餘，活動的推行必須思考到一種合乎情理的安置，安置在一個心安且理得

的狀態當中。「稱之」的意義，即能反映出對自身的合理性與其責任感。 

 

    依據每次全新的狀態來看，「時」的概念，將提醒我們必須對條件之變化與

狀態之不同保有靈活的思考空間，讓自身對此狀態與條件進行思索，並予以適當

的調整。誠如「每事問」的孔子，讓自身可以時時處於重新解讀自己狀態中，孔

子讓自己處於不斷在「學習」的狀態中。從面對這些狀態的心境來說，「時」的

概念，讓思索得以產生（自省於內），讓自身思索理當如何面對與處理這些狀態

與條件，生命必須親身參與其中。亦如「每事問」的孔子，讓事物本身的種種聲

音來重新檢閱自我，孔子必須時時思考與這些新的環境與變動的條件之關係，自

我與事物之關係也就必須不斷進行調整，而關係也就時時在全新的狀態當中。從

實際所推出的行為而言，「時」的概念，成為一種生活訓練（外推於事），讓自身

經由思索之後重新推展出可以因應的方法。如同「每事問」的孔子，其最終的期

盼必定是事物要能得以推行，並且讓事物的推展行走在一個合宜的軌道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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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與群體之認同必須相容。 

 

    「時」，呈顯出一個可以靈活思考與實際進行調度的狀態，「時」的背後基本

意義將彰顯出對「中」的思考—融洽的「關係」、和睦的「場合」、得當的「行為」、

適宜的「分享」。在此全面性的總體考量歷程中，我們可以看見思維的三層轉化，

即是接觸、思索，與最終的因應。「禮」的意義正源自於對「秩序感」的探尋，

透過自身所面對的事物來學習這種「秩序」；正因為是必須透過學習的途徑，所

以自身必須參與，而思考也必須進行，在思維的歷程中去沉澱「禮儀」的內容，

進而去察覺其中真實的意涵與精神；正當我們透過自身的感觸而相互參照於這些

不同的公共事務時，我們正在推出一個合乎此「秩序」的行為，生命的意義藉此

可以找到印證與回應。這種生命的「秩序感」將提升到精神、思維、務實三者之

間的相互融合；禮儀的存在不再只是僵化的行為模式，或是虛無飄渺的崇高理想

與象徵，在經由所謂的「依時得宜」的歷程轉化中，禮儀正在不斷的損益過成中

展現其活力。 

 

    對於這種「秩序感」的尊敬與學習，實際來自於對宇宙天地時序的觀察與感

悟，古典儒家將這樣的「秩序」移入實際生活中的「人間」；對於這種「秩序感」

的基本內涵，可被稱之為「中」。然而，當這種「秩序」在人間進行時，思考必

須不斷進行，所謂合宜的意義必須在每次的狀態當中去尋得，其平衡之狀態就在

每一次的事態發展與其積澱當中獲得；對於這種「秩序感」的維護與展現，可被

稱之為「中節」—「和」。那麼，最終對於這些「秩序」的思考與行事，都將反

映在實際的生活狀態當中，其所體現的便是「用」（庸）的狀態；對於這種實際

運用，可稱之為「致中和」，這讓天地宇宙的時序切實地落實在生活的人間。這

無不反應出一個總體觀點—「時」。誠如《中庸》所謂：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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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26 

 

從一個根本（中—天下之大本），到面對實際狀態的思索與判定（和—天下之達

道），以及最終的推動與實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事物的定位可以

有其依循的方向與其相互參照的位置，事物更可以藉此秩序而得以持續地發展。

在生命的質地中，「秩序」是一個最為基本面的觀察（所謂「天命之謂性」的意

義，正與其「中」的觀念相為呼應），生命在這樣的「秩序」中發展著；而人們

對於這種基本質地的思索與發想，正是表現在實際生活當中尋求解決事物之方法

上，生命自身則為此稱之為「道」（所謂「率性之謂道」的意義，正與其「和」

的觀念相為呼應）；最終，人們依據其根本與其實際之狀態中的思維判別來因應

種種之變化，生命自身在此得到一種實質的運用（所謂「脩道之謂教」的意義，

正與其「致中和」的觀念相為呼應）。 

 

    回到「禮」的意義與精神來看，「禮」的整體性必須有其三層思維的轉折；

它必須依據於生命的總體秩序來推行（中），在這其中必須進行思索、調節，並

且讓生命整合於實際的狀態中（和），進而因應、實證於所對應的狀態當中（致

中和）；整體言之，這正是古典儒家所謂的「中庸」之道。依據於一種共同感知

的秩序，並且按照事物本身的狀態來重新不斷思考此秩序的合宜性，以便投向於

任何一種全新的狀態與關係；所謂「中庸」之道，正不斷再接應下一個「中庸」

之道而前進；「依時得宜」的總體思維展現出一種變通的智慧、生活的體認，以

及實務的應用。據此得知，俱備「禮」的生命體，沒有僵化的思考，不是制式的

行為，並且具有靈活的創造力。 

 

    這讓我們聯想到《左傳》哀公十一年中有一段記載：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26

  《中庸．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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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

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兯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27 

 

    季孫氏欲向人民收取田賦，任命冉有請益於孔子，然而孔子卻在三次的請益

過程中，一語不發；可見，季孫氏在向人民收取田賦的種種觀點上，很有可能與

孔子所思、所感有很大的落差。 

 

    從孔子對冉有在此次收取田賦的私下評論中發現，孔子對真實的「禮儀」精

神有其深刻的感受，並且有其出自由衷的理念存在（禮儀的範圍也正如現在所涵

蓋的，將包括公共事務上的法律與規則）。所謂：「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正突

顯出一項事實：人間秩序的進行，必須反應在一定程度以上的共同認知才行；一

個君子的行為標準以及他的內在思緒，都依據在對這一套共同認知的審慎思維當

中而得以展演。 

 

    當孔子在面對人民時，情感的同理心境是最為重要的基礎考量，一套合宜的

規則，勢必對於自己而言也能尋得其中的認同，以及其認同感；所謂：「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等施政方式，正顯現出一位君子必須是一種經過

深度思考之後的自反心理；對於人民恰當適中的施政，將可看出君王本身的自我

修養與生命的厚度。 

 

    取其「厚」，並不過多；舉其「中」，則顯合宜；從其「薄」，則不嫌不足。

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以及其最終參與的重要精神，正是在於設身處地地感

受到人民的需要；這實質反應出自我必須進行思索，並且著重在重新思索自我與

群體之間的關係，以及經其思索之後理當如何來推動這些群體關係之間的「公共

事務」。所謂「君子之行，度於禮」，實際呈顯出一個重要的思想意義，即「內省

                                                      
27

   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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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己」而「外推於事」的總體歷程。 

 

    「厚」、「中」、「薄」三事，恰恰反應一項事實，即和諧穩定的秩序正在開展，

開展在一種共同認知的相容上；這三項事務處理的方向與其核心也同時地指向於

一種「不偏不倚」的狀態裡。由此反觀，如果一旦「貪冒無厭」、「欲苟而行」，

則生命的整體狀態會就此「脫序」，一旦君王無所省思，則人民便無所安置。 

 

    在此，我們看到孔子對「禮」的實際感悟、參與，以及操作。從情感基礎上

的自省而言，為政當取其德，得於人民則能得天下；「厚」、「中」、「薄」三事，

不但能藏富於民，更能養德於民，並且亦能教德於民。然而，從理智的角度再出

發，公共事務的推行正依據於「厚」、「中」、「薄」三事的「平衡」結構而得以持

續；在一種和諧穩定（正）的方法上（名）來落實人間的秩序。 

 

    結合感性與理智，「禮」的精神與意義被展露出來；同時這也看出一個內在

思維的核心，即對「中」的探尋。 

 

    事實上，這群文化人進而必須思考到的核心是：身為一個「人」，其實質的

意義到底是甚麼？我們自身現今所處的每一個不同的「位置」，其又代表著甚麼

意義？極為顯然，我們的活動意味著我們的定位，我們的定位也代表著活動的意

義。當我們身為一個所謂的「器」時，我們將如何面對這樣的一個個體，以及這

樣的一個群體；這將是另一個重要的探討課題。 

 

    孔子曾如此地告訴子貢：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28 

 

                                                      
28

  《論語．公冶長》。 



第二章    從「立於禮」的角度觀察儒家的中道思維—君子不器 

 

 

 

 

 

 

93 
 

美國漢學家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對《論語》這一紀錄有著另

類的觀察，以及細微的剖析，他說： 

 

它之所以神聖，不是因為它有用或者精美，而是因為它是禮儀祭典中的一

部分。它之所以神聖，是由於它參與了禮儀、參與了神聖的典禮。如果將

它在禮儀活動中的角色分離出來，那麼，這個禮器尌只不過是一個盛滿穀

物的昂貴鉢盂而已了。29  

 

    不可否認的，在芬格萊特的觀察中，禮儀的運行不僅在行為活動上產生很大

的思維意義，並且在每項禮儀的實際行動中也確實地產生著它必然的作用性。值

得注意的是，這一個作用性並非只是建立在物質的高低或貴賤的差異上，或是它

只是展現象徵性的作用上而已；實際上，整體禮儀活動本身所關切的是展現在整

體禮儀運作的精神上，我們可以深入地說：這不只是物質上的作用，它更具有一

種精神上的感召，所謂神聖的感受也就源自於此。誠如孔子也曾提出自己對禮儀

活動的真誠態度一樣，其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30  

 

    實際的參與是行為表現的基本條件，失去這項基礎，很可能就無法進行「對

話」，而內心的領會更會大打折扣。這個「對話」正包含著自我與群體之間的互

動性，如果沒有這樣的實際行為，我們確實是可以全身而退的。「禮儀」所顯現

而出的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位置，而不是分析性的、辭彙性的假設；創新泉源的不

斷湧出，正意味著對自我生命的轉化，以及在實證歷程中調整其最為適當的定位

與方向。 

 

    「禮」的存在意義，正可以說明著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性；而「儀」的實

                                                      
29

   參見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 65。 
30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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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意義，也在其實際的行為表現上一一的體現出來。在祭祀的過程中，象徵性的

啟動確實是重要的；然而，象徵性的作用只是體現於外在的形與物而已；面對我

們內在的感觸，天地鬼神是同時存在的（祭如在）；因為，「神」的存在，正是出

自於「我」的真實存在而存在（個人的實際參與）。誠如芬格萊特對孔子在禮儀

活動的轉化上所提出的看法一樣： 

 

以此類推，孔子或許習慣於這樣的暗示：由於在禮儀活動中的角色，個體

的人由此也具有終極的尊嚴、神聖的尊嚴。我們一定回想貣，孔子擴展了

「禮」這個字的涵義－禮本來指涉宗教的禮儀－孔子則把「禮」的意義擴

大，按照禮的模式來構想社會本身。31 

 

當然，這一架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並且他們（人與人之間）是相互牽引的；我

確實是一項器皿；但是，我們之所以重要，不是我們是什麼而已，更重要的是我

們能發揮甚麼樣的作用，以及從互動的歷程中感召到我之所以存在的意義。祭祀

的真實核心正在於，我們已經進入這樣一個祭祀活動當中，進而藉由行動來呈現

出我們在這項祭祀中的位置，以及透過我們內心的感知來體察我們身處其中的意

義。 

 

 

 

 

 

 

 

 

 

 

                                                      
31

   參見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聖》，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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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人間秩序的感召與認同—禮和為貴 

 

 

    在經歷思維的喚醒與轉化之後，古典儒家將從「崩壞的秩序」當中重拾信心，

即是對「禮樂」的價值與其背後的內在核心—「和」，加以肯定並擴充之。他們

重新針對這套「人間秩序」的內部進行檢閱，在這次思維的內省歷程中，他們找

到契合於內心的依據，也藉此擴充了這項「秩序」的內涵。透過實際的參與及實

踐，「禮樂」的和諧價值與意義有了精神上的意義。「禮儀」的展演，不只是一種

行為上的表現，它包含著精神上的感召與思想上的認同。 

 

    正因回歸於一種必須親身經歷才能有所體會的學習歷程裡，所以觸動了我們

對內的省思與對外的接應；這是一種「自得」之學，讓我的生命接連起內外而展

現出全體。然而，「和諧」的本意正是，能讓我們的生命於外於內都能同步運作。

孔子曾經對於自身投入於一項禮儀的活動，進而引發了一番內心深刻的感觸：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32 

 

「揖讓而升，下而飲」，從外部來看，是一套完整、平和的禮儀規範；就內部而

言，則是一種相互尊敬、彼此謙恭的心境體現。然而，整體以對，啟發孔子的是：

這是身為一位「君子」的樣態，亦是「君子」自身工夫韜養的起點。在看似平凡

的禮儀活動歷程中，轉化自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自得」。據此，《孟子》有深入

的評價與探析，其言：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33 

 

                                                      
32

  《論語．八佾》。 
33

  《孟子．公孫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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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身處某一種狀態時，除了「身」必當親臨之外，「心」也是同時體現其存

在的；「心」所要體現的正在於對自我的「省察」，「身」所要親臨的便是對社群

的「關懷」。若兩相呼應，關懷社群之間而與之互動，正能呈現其自心的謙恭；

體現自心而反思以對，正能呈現其自身的存在。「中的」的隱喻已經不再只是停

留於「中」或「不中」的議題上；它實際在啟發我們的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心」，

我們是否能有所「反」；在君子之爭之前能否「正己」，於君子之爭以後能否「自

省」。君子本是「無所爭」的，然而真正在面對自我，乃至叩問自我之時，這才

是一場最為真誠的「挑戰」。 

 

    如果我們深入探討還可以補充並且證實的是，禮儀的作用實際上是一項兼具

「我在」的問題，而不單單只是「我是」的問題；然而，也正因為有這一層的思

維轉化，才能使之由「我在」的層次又能回歸到為「我是」的認知上。正如孔子

所說：「不學禮，無以立」34；在這些人際關係與事務的流動上進行學習，並從重

尋得共同的認知（學禮），以至最後獲得對自我的認同與對生命之肯定（立）。禮

儀之中的神聖意義，正如我存在一樣的神聖。誠如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

的道理是一致的。內在莊重的心境，體現著外在的威儀；外在的威儀，隱含著內

在的莊重心境。二者是同時的、合一的、不容切割的，所以不是在儀式上的「演

繹」，而是在生活中的「行禮」。在如此行禮的活動中，我正意識到我是一位什麼

樣的人，以及我與全體之間的關係與認同。 

 

    事實上在日常的生活應對中，「禮儀」當然具有它自身的神聖意義，但卻也

是如此的平凡；神聖的氛圍在群體結構與其禮儀精神中產生，而平凡的意義正由

於我是親身體認，並生活在其中的。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35 

                                                      
34

  《論語．季氏》。亦同參見《論語．堯曰》。 
35

  《論語．顏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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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仲弓詢問一位仁人君子所須的涵養品質時，孔子卻隱約的從「禮儀」的角度

來回應這個問題。很顯然的，抽象的語句終究抵不過事實的行為表現，唯有在活

動中，生命的本質才能相應於事物本身，也才能將他者與自我連接起來。 

 

    依照著一定的程序，行使禮儀活動必定有它向來的規範與原則；「使民」正

如同這樣的活動一般，在適當、中和的進程裡，才能使人民有其接受度與認同感。

呼應於對外的恭敬態度，生為群體的一部分，「出門」的一切應對，誠如接見賓

客一樣，理當時常保有誠摯與尊重的態度。 

 

    進一步的我們可以由此類推：我不只是在「使民」，我是在「教民」；我不只

是「出門」應對，我更是出自「由己」的反思。所以，平凡在於此，而神聖也就

在於此。誠如之前我們所提出的，禮儀活動的價值正在其內部與外部的和諧（內

部情感與外在活動缺一不可）；確切地說，禮儀行為的意義即在於透過它的活動

形式將內部的精神意識體現出來，畢竟外部行為表現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可

以稱之為「實際的參與」。 

 

    確實如此，赫伯特．芬格萊特成功地從「禮儀」的外部作用性來探討生命的

定位以及其展現而出的意義與價值。他明白地指出禮儀活動在群體社會中所凝聚

的精神以及它所具有的共向力量，甚至更為深入的指出，「禮儀」能在人類活動

過程中展現出其豐富的文化行為意義以及優雅的心境感受。無庸置疑，「禮儀」

確實成功的呈現出我們實際行為活動的價值與意義。然而，外顯作用並不能就此

滿足我們生命的全體；因為，我們內部的心靈質地是會反思的，內部的自覺是不

容我們忽視的。 

 

    關於這樣的內在體悟，孔子是這樣叮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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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36 

 

禮樂的本質本來就出自於人類情感的活動，其中最大的意義便是在其「同理心」

的感受。如果我們只是在外部行為中得到暫時性的掌聲，那麼所謂的神聖意義將

會落於形式主義而已；很可能的，在這麼多禮儀活動中，我們的心靈不但不能感

到慰藉，甚至可能產生負面的效應，或許我們會因此而感到相當繁瑣。 

 

    令人遺憾的是，當一切禮儀只能落於形式表現時，它很可能將會形成為扼殺

人性的工具而已。這個問題的真正環節，正是在於我們忽略了我們自心所具有的

「省思」功能。誠如之前所討論過的，當我們參與禮儀活動時，我們的心態是「學

習」的，聖者面對這些活動的心境至少是「健康」的，因為他知道在這些儀式的

象徵背後更具備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利益的交換或權力的轉嫁。嚴

格來說，身為一個人，我所呈現的價值就在於我的內心：「誠意」；而這種自發於

內心的真誠往往是無價的。 

 

    對此「內在自省」的看法，孟子便有著強烈的信心與堅持。他指出「內在自

省」的強度是不容懷疑的。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

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

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37 

 

對於這樣的良善本質，我們絕對不能只從善與惡的相對角度去判讀；因此我們著

                                                      
36

  《論語．八佾》。 
37

  《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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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這種良善本質的義意是在其能展現出「自省」的機制，它的動力源自於

我們是否能思考著甚麼才是最為和諧的、平衡的；當我們面對任何事物的改變與

挑戰時，我們是否能發揮我們原有的調適能力，而這一點正是源自於「反求諸己」

的動力。 

 

    仁、義、禮、智絕非只是一種道德勸說或者只是被化約為一種外在的行為規

範；在自心的根源處，它們是自然發出的，它們的價值是在展現生命原有的一種

「坦然」；確切地說，是一種「心安理得」的展現。孟子絕不想強加任何因道德

意識所產生的負面壓力，他尊重的是人人發自於內心的自我「警覺」與「敏銳」，

他感受到的是從「自省」到「自覺」的進程；因此，「乃若其情」正提點著我們，

聖者的所言、所行將出自於他自心的安然以及實際面的體會，這一切或許只是表

現在平日的生活舉止上，但卻也展現出人性永無止盡的光明面。 

 

    禮儀的真正「和諧」不在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協調而已，其真正的「和諧」還

包含內在情感的「共鳴」。38藉由感觸進而感動，經由感動成於感化；誠如「反身

而誠」一般，能產生「感召」的力量，正是源自於對自我的再認識。「共鳴」正

意味著，我們都能在最為穩健且平和的狀態中發出各自的聲音—我們各自都在認

識彼此，也同在此時，認清了自我。 

 

    對如此「光明」的感召力孔子曾有這樣的譬喻：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尌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39 

                                                      
38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 

正因為有其內在心境的認同，所以才能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和之」包含著實際行為的參

與，以及內在心境的領會；因為這是一種「品味」其中的歷程，對於「禮樂」精神的體會，孔子

是倘佯其中的。更為重要的是，在社群的關係互動上，可以相互建立起彼此的認同感。 
39

  《論語．顏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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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產生可以外推的感召力，乃在於自我能先得力於感召；自我的省思反映在

實際的行動力上；「風行」正意味著我能以身作則，「草偃」便是反身而誠的最大

回饋。這樣的「共鳴」，沒有任何心虛，只有真情。孔子也藉此深入地提出這樣

的見解，他指出：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0 

 

實際的政治運作，是體現思想理路的重要管道；但如果只是一味地趨近於「表面

化」與「形式化」時，不但政事無以推行，所有的政令與刑罰最終也只是人民想

要規避的空言而已。沒有生命力的禮儀，正如同缺乏感染力的音樂一般。人民真

實的生命體驗（有恥且格），正取決於為政者的生命展現（據於德、立於禮）。 

 

    誠如《左傳》僖公五年記載一段宮之奇對其君王的勸諫，其論述內容正由我

們所謂「共鳴」的角度切入： 

 

兯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

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41 

 

當「禮儀」能夠行之天下，並從中思考如何真實確立其根本時，實已從對鬼神的

依賴轉至人的自覺。對於「德性」的關注，實是證明對「禮儀形式」的再思考，

也同時是對「自我」的再思考；「神必據我」將受到更為嚴格的「自省式」的自

我檢驗。當宮之奇以「惟德是依」來訴說為國之道時，事實上也是在重新界定「禮

儀」的內涵，其中所顯示的，正是同於「感召」的意義。神之所以能享，正在於

                                                      
40

  《論語．為政》。 
41

   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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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其內在的涵養；我之所以能得於天下（民），正是天下能感召於我的德性。 

 

    春秋時代的人文精神重整，不但在思索要如何使生命的「形式」得到滋養，

它同時也在思索生命的「內涵」將何以實施於人間。這正是古典儒家對「中道」

進行思維的一個重要取向。以「感召」來訴說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相互交流（民心

即我心）；以「相應」來表明相互學習的態度（在規勸人民的同時，也是在教導

自我）；最終以「化」（風行草偃－是那麼的自然而然）的方式來推展其共同的認

知。在共識之下，使之調整的步調是和諧的，而不是暗自衝突的；是從根本處入

手，並具有其有深度的。《論語》的反省品質在面對「禮儀」的實質價值檢討上，

正將其推向「省思」的思考模式來進行，經由「內化」將其質地再提升；孔子不

但沒有放棄過去的經驗或走向過度崇拜的進路，反倒能在現今與過去當中，取得

繼續前進的「參照值」。 

 

    或許這樣的「內在本質」有它強勁之處，「自省之能」甚至可已遠遠超過「外

在環境」的影響；誠如孟子所言：「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而，立本於

心而涵養自我固然重要，但若無實際地將生命所經之體驗加以運用，那也只是徒

託空言而已。切勿把孟子的思維本意失焦，我們之所以能確切地對自我加以自省

（內），實來自於我們能真實地生活在實境當中（外）。進一步的說，「內在本質」

的可貴並不只是著眼於我們與生俱有來講，更重要的是在於我們能否將它充分的

發揮出來；我們雖具備著它，但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去體現它。實際的體現絕非

只是停留於抽象的思考而已，生命的內涵將配合著「外在形式」予以一起呈現。

也因此，生命的意義就不只是「作用」而已，更不只是停留於一種作用；它實際

發揮的是心靈與環境的相融，內部自省與外部行動的調和，它實際的「作用性」

應當是活潑的、有彈性的。生命便是在「內在思維」與「外部行為」的相互激盪、

調整、融合之上才能得以完成。 

 

    誠如林放對「禮」的提問，是從根本性質切入時；孔子首先的回應是給予讚

嘆的，並且依此提出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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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42 

 

孔子勢必肯定禮儀活動的存在意義，以及它所能展現的實際效應，在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的行為表現中，「禮」當然是不可被磨滅的；然而，這樣

的精神意義卻不能忽視的是，它也需由內在情感的實質感受與相應才能共同形成

並且完備。因此，當禮儀行為趨近於豪華奢侈時，我寧可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表達

我最為誠意的情感；當喪禮只是停留於形式上的操作或只是在顯示著某種知識的

博通時，我寧可甚麼都不知道地以最為哀戚的心境來面對死生大事。 

 

    孔子並非就此放棄禮儀本身的存在價值，也從不低估這樣的禮儀活動只是一

種心理治療的行為而已；當思考付諸於任何行動時，我們的心境應當也是感同並

且身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反思的核心不只是「禮」的本身，他所思維的向

度更是關注在整體人性的「太過」與「不及」的問題上。所謂：「太過」是因為

產生了「奢侈」與「繁瑣」的行為，所謂：「不及」是因為沒有「誠摯」與「哀

戚」的心境。聖者便以他的智慧來因應萬物的變化，他期盼能真實的將內外統合

起來；當然，這正是所謂「禮貴得中」的道理。當生死大事被做為一個重要討論

的例證時，它顯現的意義並非只是停留於任何對於死亡的儀式上；事實上，它所

關切的應當是活著的人的精神思維。 

 

    換言之，當一切禮儀行為在進行時，我們的思維不僅伴隨著，我們甚至還需

要運用我們本具備的思維能力而同時地思索著；這應當不是追求於外在的量化，

它實際上包含著精神內部的相應。當一切進行處於所謂「平和」的狀態時，除了

外在的行徑是和諧之外，我們的自心是融入的；此時情感與形式相互交融，我們

絕非只是在遙祭一個象徵性的主體而已，我們是在實際地觀照我們自己。這個身

體存在，這個精神也存在。 

                                                      
42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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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有子對於禮儀所定義的內容看來，他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43 

 

禮儀當然是「用的」（外在的行動），但它必須合乎於情理與實際的條件才能「活

用」（內部的省思），也才能展現出「和」的真義。先王制定的禮儀規範自有它美

好的一面；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思考它的內在意義才行。「和」，並非只是配合

的意義而已；當我們能調節其中，並且將環境與心境相互結合時，我們的人格才

是「均衡」的。 

 

    當思維與行為之間有所統合時，我們的行禮意義才能是思考型的，而不是機

械式的。當我們審慎思考人性的總體價值時，除了「禮」所能成就的文化體系之

外，「仁」所帶動的情感活力也是相對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尊尊」關係實際

上在我們生活運作中推展了一切的行為規範；然而，「親親」的自然互動條件確

是這層關係的根源與基礎。杜維明便為此提出他的見地： 

 

「仁」作為一種內在的道德並不是由「禮」的機制從外面造尌成的，而是

一個更高層次的概念，它賦予「禮」以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

以說「仁」基本上是與人的自我更生、自我精進和自我完成的過程中聯繫

著的。44 

 

很顯然的，杜維明是從「內在德性」的思考維度強化了個體的自省、自覺、完善

與實證的能力。從內在主體意識來看，杜維明的思考補充了單就「外在形式」考

量的不足，在道德傳統被轉化為自我認同與實證的進路上，個體自我內部的意識

                                                      
43

  《論語．學而》。 
44

   參見杜維明：〈仁與禮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收錄於《杜維明文集》第四卷（武漢：武漢出

版社，2002），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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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覺醒勢必扮演著重要角色。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輕忽了所謂「外在形式」的重要性。當我們在省思

一切事物的同時，我們可別忘了，外圍環境正是我們重要的舞台，這座舞台確實

讓我們得以發揮我們的省思，它使我們在運作當中感受到心靈層次是如何被落實

的。誠如孔子也是如此的告誡我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45所以，「人而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深刻見地並非只是單就於內在本質的強

調；事實上，它所探究的核心是關乎於，我們將如何在「本質」與「外在」之間

取得相應以及平衡。因為，在日常生活行為活動中（對外），我們時時都在省思

著自我的意義（於內）。 

 

 

 

 

 

 

 

 

 

 

 

 

 

 

 

 

 

                                                      
45

  《論語．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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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省與外推之平衡與體現—克己復禮 

 

 

    經由「損益」的檢討與「和諧」的感召，「禮樂」的整體意義將包含內部的

省思與外部的推展。「內省」與「外推」將呈顯出一個不斷必須進行「重組」的

個體；透過「學習」，我們將生命的資源予以擴充，經由「思考」，我們將生命的

質地予以提升。面對外界種種事物的碰觸，正可提供成為自我內省的基礎，而自

我內省的實質意義，則同時指向對外界事物的應對；誠如學思並重的整體思維一

致，經學而思，再由思而學，生命不斷在展演「和諧」，亦不斷在尋求「和諧」

的真義。 

 

    誠如在之前我們所關注的課題一樣，探求生命的平衡正需要學習的引入，中

道的品質也不是輕易地取其兩端中間值而已，它必須不斷地、積極地「更新」與

「重組」。許多德目的本質是美好的，但它們必須經過重新的整合，才能展現其

最為理想的狀態；孔子是這麼認為的：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46 

 

「禮」很顯然的不只是一個象徵性的行為，它賦予我們有遵循的方向，在思考的

過程中，可以提供我「理智」的判斷；然而，微妙的是，這種思考能力卻是從我

們內心所發出的，因為有著學習精神與自反能力，「禮」的作用串連起我們生活

中這些零碎的感觸。 

 

    因此，當我們審思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恭敬、謹慎、勇敢、正直的君子，

在發源於內心自問的同時，也需要外來的滋養才能顯現出人性中的可貴之處。當

                                                      
46

  《論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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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存有仁愛的風氣並且展現出敦厚的氣質時，上位者的風範其實早已感染他們

的心靈；嚴格地說，這不只是上行下效的結果，這裡所呈現的是潛移默化的力量。

所以在這一個繁雜多樣的人生舞台上，我們不是在「表演」，而是在「進行」；更

確切地說，我們不是在「進行」而是在「學習」。道理源自於，我們是在行動中

不停的反思，在反思中取得更為完善的行為模式而把它們展現出來。 

 

    賦有文學素養的子夏曾經與孔子有這樣的對話：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貣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47 

 

許多評註與研究者，將子貢所關懷的問題著落在「素以為絢兮」的問題上；他們

的共同見地是：先有著美好的本質，然後再加以文飾，那麼就能顯現出所謂最為

完美的生命狀態。據此，杜維明深刻地從其內在本質－「素」－的關鍵條件上加

以闡發，他說： 

 

顯然，他強調的不是角色扮演，而是「仁的素質」。因此，毫不奇怪，當

子夏把孔子「繪事後素」的話理解為「禮後乎」的時候，孔子對子夏極為

滿意。48 

 

確實如此，經由這層思維的轉化之後，我們能深刻地認知到本質的可貴；但是，

《論語》針對「繪事後素」觀點的提出，我們認為並非那麼突然，也絕非如此的

簡單。 

 

    孔子確實相信人們內在所具有的素質，並且也給予高度的肯定；然而，以往

研究的重心卻只關注於它們之間的「先後關係」（或者可以說是：「主從關係」），

                                                      
47

  《論語．八佾》。 
48

   參見杜維明：〈仁：《論語》中一個充滿活力的隱喻〉《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頁 97。 



第二章    從「立於禮」的角度觀察儒家的中道思維—君子不器 

 

 

 

 

 

 

107 
 

從而忽略了此思維的精神意涵。 

 

    倘若從「並列」的視野上來看；實際上，孔子所關懷的是它們之間的「相輔

關係」；表面上的「先後關係」，只是整體行為的描述，而在這項敘述中，對話中

所要啟示的是，兩者之間（仁與禮）更為深層的互動性、相融性，以及融會之後

的活躍性。 

 

    依此，我們需要補充的是：所謂「禮後乎」的真實意義，不是在強調「禮」

只是可被置於後者之地位而已，或者依此而強調內在素質「仁」的重要性；孔子

與子夏的對話意義是：在先天具備的條件之下（人的美質），由於「禮」的參與

（後天的習得－這裡我們可以說：「繪事後素」是在原有的本質上加以「學習」），

使得原先具有的品質更能趨近於完善，進而朝向永無止盡持續轉化自我的理想境

地前進。 

 

    正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理想境地不單只是「完善」的表相而已，就

某個意義來說，這裡的「完善」正意味著：能展現出「中和」的品質—天性的質

地與外在的教養達到最佳平衡的狀態，並從中展現其和諧的生命氣質，因為它們

是同時具足，並且同時呈現的。 

 

    「禮」當然是後天的表現，但我們可別輕易忽視了一件事實，即「禮」的表

現，是從人類情感出發而成形的；如果只認定「禮」是一套形式或規定，那再好

的文飾都將可能只是多餘的累贅，甚至只是不可言喻的糟粕而已。據此，「禮後

乎」不再只是消極的「補充」觀點，其所開出的是「學習」的正向意義。而所謂

「繪事後素」的所蘊含的真切意義是：對自我的不斷再認識、不斷再轉化，以及

不斷地再創新的歷程；因為我們深知，生命確實需要不斷地再重組。 

 

    對於習得一切的知識或是涵養自省之能力，儒家深信「家庭」是一個重要的

開端，它更是一處重要的知性與德性的搖籃。最為基礎的理由是：家庭結構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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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實具備了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它實際上也賦予了內部省思與外部活

動的平衡行為模式。在與孟懿子探討「孝行」的內含歷程中，孔子深切的體會到

這些思想與行為的相輔意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

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49 

 

如果單從一項行徑的角度來檢視「無違」的話，孔子確實一語道破「孝行」的一

個基本要素，那就是「尊敬」與「順從」。事實上，這項觀點對許多人而言已是

相當困難達到的境地，甚至有人會以為這是相當不平衡的狀態，而深感到只是一

種無理的要求。然而，當我們深思這樣的行為表現時，「無違」的真實意義是將

自我融入狀態當中；具體的說，這已經不是一種行為了，它所伴隨的是內在自心

的思考。因為，個體正自然地在群體所認同的觀點下展現著他自己應有的定位；

對自我而言，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無違」絕對不是出自於被簡化的所謂「不相違背」的道理中而得來的，它

更不是從矛盾定律裡以歸納的方式來呈現的「折衷」或「屈就」的惡性哲學。這

樣自然的表現沒有契約，也沒有強迫的意識存在；很顯然的，聖者能將自我融入

在群體當中，並且轉化成為因應於自我與群體之間的和諧關係上，進而使自我能

將其體會展現在一種行之「安然」的狀態中。事實上，「無違」不是一種壓力；

孔子所要傳達的是，一種「心安」，一種「理得」。 

 

    也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由「無違」轉化至「安然」的過程中，絕對不是

出自於無可奈何或是一味的盲從；如果只是將「無違」解釋成「不違背」一切事

物的狀態（這裡指的是不違背父母抉擇或其思考），那很可能只是消極的態度，

也很可能只是片面性的、暫時性的妥協而已。事實上，孔子曾告誡學子們真正面

                                                      
49

  《論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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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父母的態度；這個態度必須是積極的、調適的、轉化的，它展現的德性品質應

當就是孔子自身所感嘆的「中道」。正所謂：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50 

 

當我們在侍奉父母的同時，適度的規勸是需要的、必行的；理智的思考在某些特

定的事物應對上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但當觀點有所牴觸時，心境必然地將回歸到

原有的恭敬與學習的角度（恭敬且謙虛）；所應對的方式將是內心的自省與擔憂，

但卻不予抱怨的「平和」態度（自我將回到為父母「分憂解勞」的自然態度中）。

因此，所謂的「孝」不單是省思於內在的抽象模式而已，在了解「孝行」以後，

個體必須思考著「孝行」的整體行為意義；更重要的是，「孝行」必當轉化為「行

孝」。 

 

    事實上，當我們進入實際的狀態時，二者（思與行）是合一的，甚至我們已

經行於其中而不知矣！這也是對「繪事後素」的一點正名。 

 

    身處世間，我們都有著不同的定位，然而這些不同的定位並非只是固定不動

的；在使用這樣的一個「器皿」時（我們這個身體），我們確實因不同時空條件

的轉換而展現出它獨有且特殊的意義（它存在著不同的運用價值），或許我們以

為每一次都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它（禮儀）絕非只是一種文化象徵而已，它

還包含著自我內心的感召；這不只是扮演的問題，而是實際融入的問題。 

 

    對此，孔子是這樣回答子夏的：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

乎？」51 

                                                      
50

  《論語．里仁》。 
51

  《論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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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色難」正說明著一切行為的表現與其基準將必須有待內在思維的融入，

才能展現它外在以及本質上的雙重和諧性；這種和諧不是外表的良好行徑得以說

明，也絕非只是內在思維的抽象理路可以證實。因此，所謂的「和顏悅色」，是

行為（外）與態度（內）的結合，個體是「真誠」的，行為是「恭敬」的。誠如

之前所述，這是「自然而然」的。沒有造作，沒有空談；實際上，這個器皿沒有

特意要完成什麼，而是將個體不斷地在經由調整而對應一切事物的過程中展現其

意義；這不僅能得到他者的認同與回饋，同時在自我心境中，也能感受到欣然與

安慰。這便是生命對自身的肯定與認同。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器皿」有一個深入的感受，那就是：天性本質雖然在

某些層面是不變的，但是我們的天性本質卻是生活在不斷變動的世界裡，調整與

中和是我們生命的最初原理與動力。「色難」不是難在於個體沒有辦法做出好的

臉色；它的困難度事實上是在於，個體無法調整內部與外部的和諧。如果將此思

考往外推展，我們這個「器皿」在面對父母時是需要如此的，那我們是否有無同

理心來面對我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呢？當然，這個答案可以是必然的；因為，「孝

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人之為所以為人，就在於他具備著獨有的本質。這個本質誠如孟子所言一般：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52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項我們原有且具備的本

質還需要我們不斷的學習與修養，以滋長它的能量而使之完滿；確切的說，除了

本質的條件外，後天的條件也是必要的。面對這一條進程，我們要思考的不只是

我們「是人」的問題而已，我們還需要思考的是，這也是個「成人」的過程。兩

者之間事實上是相互牽引的。 

 

    根據赫伯特．芬格萊特的思維理路看來，人類的整體行動強化了「禮儀」的

重要性，他聲稱： 

                                                      
52

  《孟子．離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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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需要「先難而後獲」（《雍也第六》第二十章），因為人生來只具有

仁性的原始材料：未切磋、未琢磨的材料，以及原始的衝動和潛能，這樣

的原始材料能被塑造成為一個成熟的人。但是，一種有組織的人格性的姿

態（personal stance）尚未實現。只有隨著「禮」的發展，「仁」才會有

相應的發展；「仁」也尌是在「禮」中塑造自我。53 

 

然而，站在杜維明所闡明的內在自我省思的角度上，卻轉向於「仁」的意識能力，

據他所言： 

 

如果沒有「仁」，「禮」尌變成空洞的形式主義。進而言之，沒有了「仁」，

「禮」很容易退化成為不能進行任何自覺改良的社會強制，並可能摧殘人

的真實情感。所謂禮教尌是這樣的一個例子。54 

 

綜觀二者之見地，儼然如同孟子與荀子之間的差異；然而，仔細推敲，兩者之間

其實並沒有針對於彼此而產生的攻擊性質；難能可貴的是，正如他們各自所提點

的方向一樣，真摯情感的自覺與實際行動的體驗，才能真正可被稱為是一個「完

整」的人。為此，我們可以再度經由考察「克己復禮」的議題來回應這樣的一個

問題。55誠如孔子與顏回的一番談話： 

                                                      
53

   參見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聖》，頁 42。 
54

   參見杜維明：〈仁與修身〉收錄於《杜維明文集》第四卷，頁 23。 
55

   對於「克己復禮」的思想意涵，歷來有從「內在主體性」以及「外在客體性」兩種角度進

行論述，今列舉徐復觀與余英時之見解以為參考。 

    徐復觀以為：「己」是人的生理性質的存在，及宋明理學所說的「形氣」。…「克己」，即是

戰勝這種私欲，突破自己形氣的限隔，使自己的生活完全與禮相和，這是從根源上著手的全般提

起地工夫、方法；在跟源上全般提起的工夫、方法，超越了仁在現實中的層級的限制，仁體即會

當下呈露；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即天下皆被涵融於自己仁德之內，

即是渾然與萬物同體，即是仁自身的全體呈露。天下歸仁，是人在自己生命之內所開闢出來的內

在世界。參見其著：〈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中國人性論史》，頁 95。 

    余英時以為：孔子曾稱讚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也》。按：「三月」之「三」是虛數，

僅言其多。）所以他的答顏淵問「仁」，與其他弟子者（如樊遲，見《雍也》、《顏淵》、《子路》

諸篇）不同，不涉及「仁」的內涵，而強調實踐「仁」的方式－「禮」。這是孔子對一個「質」

已有餘而「文」或不足的弟子的特別教導。參見其著：〈儒家「君子」的理想〉《中國思想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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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56
 

 

    在考察許多的研究成果中顯示，將「克己復禮」視為是一種「主從結構」的

觀點相當強烈；因此，以「內在主體性」切入的角度，則使其關切的重心只回歸

至「克己」而忽略了「復禮」，然從「外在客體性」切入者，則趨向於實際的「復

禮」而缺乏內在的「克己」。事實上，在孔子對顏回的應答中我們得知，「克己復

禮」理當是一個「並列結構」，在其所展現的終極理想目標上，所謂的「天下歸

仁」之「仁」，不是單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愛人」關係而已，在「親親」觀點

之上，孔子表明的是兼具內外和諧的完善境地；我們認為這裡所言及的「仁」指

的是完整性的人格特質；在此，它兼具「內在主體性」與「外在客體性」，它指

向的是全然之「仁」的觀念。 

 

    內與外是無法切割的，它們之間的並存是實然的。誠如陳榮捷以為： 

 

克己己立，皆自我完全之謂；復禮立人，乃社會完全之意。是則所謂仁者，

乃我他皆達完善之域。57 

 

從此提點中，我們可以再次進行審慎的評估，評估一個全然之人（仁）的意涵。 

 

    先從「為仁由己」的角度看來，這是對「內在德性」的省思作用加以肯定，

它的意義在於轉化自我以及成就自我（認知到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個體）。然而，

若就「請問其目」的角度而言，則是在探索如何於「外在禮儀」活動上尋得實際

                                                                                                                                                        
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6），頁 159。 
56

  《論語．顏淵》。 
57

   參見陳榮捷：〈仁的概念之開展與歐美之全釋〉《王陽明與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1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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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的依據，它的實際功能正在其能突顯群體生活中的共同意識之存在意義（實

際上我應當能做些什麼）。 

 

    所以，孔子的思維底層正是兩者兼融的思考；一則是「內部」的省思，一則

是「外部」的推行；「克己」與「復禮」，實為一事。這正是「忠恕」之道。我們

可以藉此而引申陳榮捷所言及的；一個「仁人」，乃是由「自我完全」（忠）與「社

會完全」（恕）之組合。 

 

    事實上，杜維明在自己的論述裡也有一個重要的補充，他說： 

 

仁的任務，遠遠不僅是從內部去主觀主義地尋求人自身的個體性，它像依

賴個人的自省那樣也依賴於富有意義的群體的共同探求。58 

 

一個完全人格的體現，必須有其外部實際經驗來予以相應才行，內部的精神省思，

將有待於外部的實地操作以達其認同；相對於種種的行為表現，也必須回到內部

自我的省思才能完整。因此，對於「克己復禮」的重新解讀是：在時時反觀自我

的同時（「克己」絕非只是能被釋解為「克服自我」而已，我們以為，「克己」的

意涵正是出自於有一個「反思的自我」，而絕對不是一個「壓抑的自我」），學習

於群體之間的認同感也是同等且必要的（禮儀之所以存在，乃是在於它賦有「學

習」的意義，依此我們以為，「復禮」不是恢復禮儀或是遵循禮儀而已，實際上，

它是時時保有學習的態度以及與群體互動的精神）；因為，反省自我正是學習之

所以產生的動力，而透過學習的增長，自我方能實際落實內在的德性。 

 

    內與外並無絕對性的衝突，也就沒有所謂的：仁與禮的「緊張關係」；外在

的禮儀形式與內在的德性情感是融合為一的，我們反倒是能藉由這樣的「緊張關

係」來隨時重整自我的生命狀態。那麼，所謂的「緊張關係」事實上是生命得以

                                                      
58

   參見杜維明：〈仁：《論語》中一個充滿活力的隱喻〉《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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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前進的「轉化能力」，能從內在省思與外在環境之相互激盪的成長力量中不

斷行進，才是切實且安然的「和諧」人生。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裡所謂的「仁」的全然意義，實際上是展現著聖者所

具有的完善品質；而所謂的「克己」（於內）「復禮」（於外）正體現出這樣「和

諧」、「平衡」的特質，這正是所謂「中道」也。 

 

    就此嚴格說來，「並列結構」的觀點分析似乎還不能完全體現「克己復禮」

的真實意涵；因為，單從「並列結構」上看來還只是靜態的思維，倘若有其動態

的引入，那「克己復禮」的詮釋才能完滿。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不只是「並列

結構」，「克己復禮」實際上是一種「學」（行）與「思」（知）並進的「相輔關係」。

「克己復禮」是一種「不斷」相互「融通」的「參照結構」。在它們自身彼此之

間如同「鏡子」一樣，不斷相輔，不斷相成。這便是對「中性品質」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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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命的整體推展與融通—聞一知十 

 

 

    身為一個不斷轉化且具創新的自我，我們這樣的一個「器皿」，是如此的具

有「潛力」。誠如「克己」是反思，所以能依據內在謙卑之自省來活絡自我，使

之內心有更多的空間來接納不同的聲音與觀點；而「復禮」便是參與，即是能藉

由外在應變之能力來涵養自我，使之行為所向有更多豐富的維度來拓展多元的視

野。經由內在思維的反省與外在行為的實證，古典儒家將使之自身成為一個活絡

的個體；身處於社群結構中的一員，我們應當培養一種「聞一」而「知十」的能

力。前者呼應於「學」，後者呼應於「思」；前者指向於「克己」的道理，後者指

向於「復禮」的精神。我們所要達到的正是一個「不器」的「君子」，一個不斷

吸收於內，而推展於外的「器」。這樣的一個「器」，正是一個正在追尋「中道」

中的「器」。 

 

    觀點沒有僵化，思維是活絡的，生命的運作是推陳與出新。從「學習」的觀

點切入，顏回使自我之「中性品質」展現在一位「聆聽者」地立場上，一方能內

化於對自心的反芻，一方能類推於對事物的啟發；在接納他人的同時，即是在莊

嚴自己。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59 

 

「不違」正是有所聽受，察納雅言、廣受異議，這等謙卑精神將引領出對自我的

反省；誠如「省其私」所帶動的相互討論一般，經由自我的反省而能啟發群體的

共識，憑藉群體的啟發而能回歸到自我的認同。前者是「克己」，讓思維深化學

習的內容；後者是「復禮」，讓學習的內容得以證實。「克己復禮」絕對不是靜態

                                                      
59

  《論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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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它可以展現出實際的行動力，也同時兼具內在的省思；「克己復禮」實

際呈現的是，我們能靈活運用我們的生命。 

 

    在生活中的顏回是如何推動的？我們可以藉由孔子與子貢的問答中找到答

案，以及其施行的具體方法：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60 

 

望塵莫及的子貢絕對不只是在讚譽顏回的德行而已；可以想像，他勢必面對著自

己的心境（他深知自己是不足的）；反省能力的啟動，正同時展現在子貢對孔子

的誠摯回應裡；不難理解，子貢正處於自我調整的狀態當中。 

 

    誠如顏回給予的啟示一樣，「聞一」正意味著：我從學習的歷程中得到外在

環境所給予的資糧；而「知十」則意味著：我的心得是自身經由反思以後從內在

心境所類推而出的。然而，「知十」的反芻，也將必定地回饋在各種外部事物的

運作當中；正因我處在深具多變的事理底下，我當必須能從中再次「聞」得另外

「一種」更為完善的方法，以面對更多的挑戰。這一個生命個體將藉由群體來切

磋著自我；也以自我來成就群體。中性的品質不是停止在一點就能以此滿足的，

它必須不斷往前推進。事實上，這段對話的真正主角不是顏回，而是子貢，更是

孔子；我們可別忘了，端木賜是何等謙卑地在反思自我；然而，正當他自稱自己

不足的同時，孔子正也與他一致性的自稱自己的不足。 

 

    正因為我能感到自我的不足，所以才能有開啟更多機會的可能。據此，「克

己復禮」便不是消極性的，只是經由自我克制而去成全群體上的需求；「克己復

禮」更不是依據於抽象化的，只是透過自我演繹與單一形式上的儀式扮演來達到

滿足。「克己復禮」是自我與群體之間的「互動」與「啟發」，是「反思」與「認

                                                      
60

  《論語．公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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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聞一」可以「知十」的活絡品質。 

 

    在《荀子．宥坐》一文中，開頭首段記錄著有關孔子與其弟子觀魯桓公之廟

的故事，可以與此道理相為呼應： 

 

孔子觀於魯桓兯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

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

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

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

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

也。」61 

 

王先謙對此「宥器」有這樣的註解，其以為：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右坐」。或曰：宥

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

器也」。盧文紹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62 

 

「宥坐之器」（欹）是人君置於坐右，以用來警惕自我之器；事實上，它的功能

性已超越一般器具的實用性質。從某個角度來看，超越「實用性質」的「欹器」

實已昇華它原有的功能；它現今所呈現的「功用」已被轉化，這一項「禮器」實

際上已被賦予濃厚的思想意涵以及精神象徵；這樣的「警惕作用」（大用）實源

於人的自省，是思想質地朝向「內化」的維度使然。 

 

    此「器」引人注意的特徵是，一旦注水「太滿」便會傾倒，一旦注水「太少」

                                                      
61

  《荀子．宥坐》。 
62

   參見王先謙撰 沈嘯寰 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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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歪斜，只有在注入「適中」的水量時，「宥器」才得以「平穩」、「中正」；這

樣的特徵，實蘊含一項重要的隱喻，誠如孔子所言：「過猶不及」。這一項特徵，

經由精神內化之後，譬喻的意義已經深切地注入在生活當中；這一個「禮器」，

正如一個生活中的個體，它（他）必須思考如何在生活領域裡去掌握這樣的「平

穩」與「中正」。 

 

    然而，更值得思考的是，事實上，這項經內化後的精神思維，其思維所關注

的核心理當不只是在對「平穩」與「中正」的表徵上，在「平穩」與「中正」的

背後，這一個生活中的個體，必須親身參與且更為細膩地去面對事物的變化與運

作。 

 

    所謂的「太多」或是「太少」，正意味著那些許多生活中的情態與轉變；注

入多少水量，便意味著，這一個生活中的個體，必須思考要如何去面對這多彩且

豐富的人間。因此，我們可以回頭來看，這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禮器」，反倒

是如此的具體，此譬喻一點都不抽象，它實際上是相當具實地在展現一個問題，

即呈現出一個活生生的人間縮影。在君王的眼中，這是一個警惕自我的「宥器」，

一個「禮器」；然而，在孔子的思考中，這是一項生活中的課題，這是一個生命

中的自我期許，我便是這個「器」—我們可以說，觀其宥器，正如同在觀察我，

在檢閱自我。 

 

    「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在孔子的感嘆中得知，「太過」必定會產生問

題；相同地，我們亦可由此設想，「不及」也會造成「宥器」的傾斜；在孔子與

子路的對談中，如何面對「太多」或是「太少」的人間課題，如何拿捏好這人間

的穩定值，便成為議題的核心。進而，子路請益於孔子說：「持滿」有沒有一個

方法呢？嚴格說來，子路此項提問的真實寓意是：當我「持滿」的時候，我該注

意甚麼呢？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引申來看：我當如何「持而不滿」呢？寓意中

深切地反映出一個問題：即是，我當如何在生活當中行進而不至於「失衡」呢？

這些層層所引申而出的思維意涵實際就反應在孔子的回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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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回答是：真實地對智慧有所體悟的，正是從檢視自我的無知開始；功

成名就於天下的基石，則是從退讓的心境開始的；真正有其勇氣而卓越群眾的，

便是時時警惕自我的人；能享有天下之豐饒者，必是謙卑恭敬之人。孔子從另一

端點來叩問自己，誠如孔子所言：「以愚」、「以讓」、「以怯」、「以謙」的態度一

樣，回歸心靈的自觀，正是「宥器」所象徵的實質意義。「挹而損之」的思維方

向，讓生命的整體向度不會朝向「失衡」而發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挹而損之」的方法，並不是全然地「抑制」這一端

點而走向另一端點上；因為，假設一旦注水「太少」，則生命也是「失衡」的；「挹

而損之」，恰恰是「持中」的精神。這呈現一個思維意義，即人間的課題是一項

「比例」的問題、「平衡」的考量，與「協調」的機制；誠如《中庸》所言：我

們當如何在這些已發的課題上（當注入的水量「太多」或是「太少」時），去進

行「節度」與「調整」63。 

 

    藉此可知，所謂的「守」，就不是一種呆板的行為模式；令人讚嘆的，「守」

是一種「自省」（克己），一種「維持」（復禮）；自省於我所面對的課題上，以及

如何維護我與這課題的良性關係。「守」深具一種活絡的生命力，是一種不斷需

要進行自我成長的思考；其意味著，是保持生命能在其和諧狀態中得以運作的思

考。換言之，從思維的角度來看，「中」的思維整體是動態的、活潑的，而不是

制式與刻板的。 

 

    誠如之前所言，生命的完善正在其能內外的通融。對於禮儀的整體內涵而言，

一則能具體地在公共事務運作中產生實際上的效能（禮樂是政治運作的基石－外

顯之功），一則能展現情感思維的內在底蘊（禮樂本源於情感－內省之思）；身為

一個不斷可以被「開發」的器皿，透過兩相交融，才能不斷往前推進。孔子給與

                                                      
63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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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這樣的鼓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64 

 

「利其器」乃是為了「善其事」，透過自我的涵養（學習），進而能使自我充實而

有所用（實證）。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能充實自我的正是這些面對的事

物（學習的對象），在「善其事」的歷程中，也能對「利其器」有所反哺。在事

其賢者時，我亦能從中感到莊重而備受禮敬；在友其仁者時，我亦能於此欣賞他

人而被人欣賞。所以「利」其器，也就沒有休止符，我當不斷精進努力向前（如

切如磋）；而「善」其事，也就沒有所謂的句點，事物將有更多的變化而等待我

們去處理（止於至善）。 

 

    內在省思絕不能容許「泛道德化」或「道德理想主義」來從中自圓或作祟，

如果不能落實人間，那也只能是孤芳自賞而已。相對於外顯於用的事功而言，也

絕不接受只是「功利主義」或「泛現實化」來領導生命，如果缺乏自省與自覺，

那也只是冷血的機械而已。真正的自我充實，正在於能從事物中領略而自省，進

而能將自省所發之體會用於事物中。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

其使民也義。」65 

 

子產必定有其事功，但事功之所以成就之基底是在其有「自反」的能力存在；然

而子產之所以能反思自我，其條件正是在於自我能就事物上來磨練。從孔子的讚

賞中得知，「行己」與「事上」是一個對照：由於自我的「謙恭」，所以能藉此反

推至對外的「禮敬」。「養民」與「使民」是一個對照：因為有了自我反觀所推出

                                                      
64

  《論語．衛靈公》。 
65

  《論語．公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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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恤」，所以才能「以時」使之；正因有誠摯的自反，人民才能心服地被「教

導」。從更大的對照角度來看：「行己」與「事上」是自我涵養的基本功夫；而「養

民」與「使民」則是落實自我的事功體現。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著子產自身對參與公共事務的實質體驗與內在

的體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66 

 

讓子產感到覺悟的是自然而明的「內心」轉化—自省於人民的心境。一個仁人君

子，正以自身而推及於人民，更能藉由人民所思來反求諸己；公共事務與自我省

察融合為一事。然而，令人感到更為務實的是，生命的自省並沒有受到侷限而走

向抽象的理路，在日常的政務運作當中，「思維」顯得如此活絡而中肯。「行無越

思」正訴說著，自省從來沒有遠離實際的人間；而實務的推動正與內心的真誠自

省緊密相融。誠如田園農地有其「畔」的寓意一般，所謂「時宜」的行為根源於

自我的調整，而「謙卑」的自省則依據全體民心的反應。 

 

    然而，令人更為感佩的思維接連是：「恭」是虛懷若谷的品質，「敬」是謹恪

自我的品質，「惠」是推己及人的品質，「義」是合宜時中的品質；串連起這四者

的，正是「中道」，它們都具備著「和諧」的本質。因為謙虛與謹恪，所以啟動

了「學習」的機能；因為「學習」機能的啟動，所以能有所自反，且能博施於民，

而使於民。 

 

    子產是一個「活絡」的「器」—他相當務實地，將「自省」的效應落實於人

                                                      
66

   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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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活動中—他可以說是一個「持而不滿」的「宥器」（注入的水量恰當且適中）；

換言之，子產在《論語》中的定位，是一位時時展現其「中性品質」的「器」，

一個活活潑潑的「器」。 

 

    在《論語》中有另一個重要的隱喻，孔子在短短四字當中賦予我們莫大的啟

示；啟示我們到底要如何看待我們自己—這樣的一個「器」。我們認為，它實際

意味著：當我們身為一個人時，我們應當如何以最為平衡的視野來看待這樣的一

個個體，他所言及的內在轉化，與其所要呈現的思想層次在傳遞所謂「中道」的

觀點。 

 

      子曰：「君子不器。」67 

 

在歷代的評註解釋中，「君子不器」的義理有著明顯的變化。以漢學之風為代表

的何晏《論語集解》就提到： 

 

      包曰：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68 

 

然而，以宋學為代表的朱熹《論語集註》則言：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

一材一藝而已。69 

 

至於清代學者黃式三在其《論語後案》中則詮釋為： 

 

      不器者通經權，迭柔剛，其道不窮，因時制宜也，非謂其遍習技藝也。70 

                                                      
67

  《論語．為政》。 
68

   參見何晏：《論語集解》論語卷第一 。王雲五主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6。 
69

   參見朱熹：《四書集註》，頁 66。 
70

   參見黃式三：《論語後案》。 張涅 韓嵐 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2），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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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漢代學風所呈現的務實之感一致，不難發現，何晏所注重的是在於「器」能

有所「用」的觀點上，當然這裡的「器用」是一種普遍性的陳述，所以身為一個

君子，什麼都可以勝任。然而，在後世朱熹的解釋當中，我們卻能嗅到一股濃厚

的「德性」之「用」；在回歸到內在德性的反思進程中，「君子不器」將意謂著：

我能具有並充實地發揮其內在精神，而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表現。至於清代儒者黃

式三的見解中，實學觀點的效應，使得一個君子必須關照於一切可能性的變化，

此時的「不器」將意味著：深具其變化性的「活用」特質。「君子不器」的意涵，

誠如這句話所重視的思維一樣，正不斷在接受新的詮釋。 

 

    在這一路不同文化史觀所影響的註解觀察中（實際包涵著我們所要探討的問

題核心，以及其思想觀點所展現的意義），我們可以進一步梳理出在「君子不器」

的隱喻中有幾層進程推演。 

 

    其一：君子不只限於一種作用，一個君子必須兼具許多不同的作用，所以「君

子不器」—我是一個多樣性的「器」，我將展現出不同的作用。這是最為基本性

的一種解釋。 

 

    其二：君子不只是發揮在作用上而已，一個君子也必須同時思考著我的作用

將具有何種意義，所以「君子不器」—我是一個甚麼樣的「器」呢？我展現出來

的作用有甚麼樣的義意呢？這已經產生「內省」作用，在叩問自身這些問題時，

這樣的一個「器皿」，已經不再只是外顯於用的器皿了；思維的內容已經增加擴

充，思維的向度也起了變化。 

 

    其三：當君子在思考著我的作用具有何種意義時，作用不是停留於外顯的，

而是轉為內化的，所以「君子不器」—我很可能不只是一個「器」，我很可能不

只是限於發揮外在作用而已。這是進入到「內省」之後的自我認同，這樣的體會

是對自我的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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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當君子在思考著我的作用具有何種意義時，作用不是停留於外顯的，

而是轉化成為內在的；依此，內與外就必須進一步相通，所以「君子不器」—我

將認知到，我真的不只是一個「器」；然而，我更要有所思考的是，我又將能成

為甚麼樣的一個「器」呢？這般對於自我的再認識，正是體現出生命必須面對不

斷重組的課題，對於自我的重新評估，正是對自我「潛能」的激發。藉由思維的

再度積澱，讓自我重新檢閱自我生命中的可能性與其現今所展現出來的種種意

義。 

 

    其五：當君子的內在省思與外在行動相通，並能相輔相成時，則生命是全然

的、活潑的、適中的、創造的；所以「君子不器」—正因我隨時隨地都在思考著

我將能成為一個甚麼樣的「器」（事理多樣，以應其變），所以我確實是一個「器」

（因為，我是運用於每一個當下的），並且是一個「活絡」的器，一個具備「中

性品質」的器（我的用處將隨應於各種轉變當中，所以能呈現出中道的狀態—這

是相當「飽滿」的狀態）。 

 

    總言以上思維的轉化歷程，所謂「君子不器」的思想意涵實際蘊含著「中道

思維」的底質；一個君子他必須思考著這樣的一個連鎖議題，即是：「器」—「何

器？」「何以器？」—「器於何？」—「不器」—「器」。從「器」又到「器」的

歷程中，君子得以思考到自我的意義，亦從中找到自我之認同，以及群體之認同；

其中「何以器？」、「器於何？」，以及體悟到所謂的「不器」的意義，正是思維

轉化的重要關鍵—我當如何平衡面對生命的種種轉變，以及轉變中所延伸而出的

課題。這意味著，一個靈活的生命體（不器），必須是不斷在思索與調整的（何

以器？器於何？）。這一思緒翻轉的本身，正是在體現生命中的「中道」。 

 

    據此，我們應當思考，《論語》所謂「君子不器」的確切寓意，正是在呈顯

一個君子他必須對自身生命進行通盤的思考，乃至深入省思其生命的意義。此種

由自身最為深切處所發的叩問，便是不讓自身滯留在空轉的狀態上，並保有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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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自我的可能。 

 

    韋政通在《中國哲學辭典》一書中為「君子不器」做了一項釋義，其言： 

 

「君子不器」一語見之於《論語〃為政》，原意是君子以德性訓練為主，

不必有一技一藝之長，孔子的政治思想以「人治」為其特色，君子尌是人

治的範式。他的理想在以德治天下，在社會則負教化之責，基本的要求重

德性輕才藝。在專業訓練還沒有受到重視的時代，孔子即以此作為培養政

治和社會領導人才的主要條件。71 

 

不難看出，韋政通的分析角度與其定義基礎正是由「內在德性」的思維面向所開

出，其觀察的切入點實際依據於古典儒家「自省」的生命情態而來，這樣的發想

當然是可以被肯定的；然而，這樣的斷定卻有很多需要商榷之處。所謂「以德性

訓練為主」的觀點（不必有一技一藝之長），不但有其偏頗之處，也一併同時突

顯出對「一技一藝之長」之意義的不甚理解與忽視，甚至從而無意識地形成了一

種除了只關切「德性」之外而漠視了實際參與「公共事務」之偏差狀態；因此，

對於這樣的釋義內容，理當需要進一步地討論。 

 

    將古典儒家的政治精神定義為「人治」的政治思想，這是相當中肯的見解；

然而，在面對所謂「人治」的政治思想時，其實質之內容與意義卻是必須重新再

度進行審慎思考與探討的。依據之前所論，自身的思維與其反思能力，正能同時

呈顯在對外部客觀事務的處理與因應上；相同的，當外部事務的推行與實施在進

行時，實同時能反應出其內部自心的思維與轉化；子產正是這樣的一個「器」（一

個仁人君子，正以自身而推及於人民，更能藉由人民所思來反求諸己）。所以，「自

省」從人間的應對之上找到實際性的呼應與意義，而「公共事務」的落實亦能從

對自我省思的推想上得到合理與安然的依據；換言之，「德性」的全面意義，不

能單靠只是一種「內在省思」就能得以解釋的，因為「德性」的完整性，正反應

                                                      
71

   參見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王冰 校勘（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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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事物變化的處理與實際因應的態度上。 

 

    「以德治天下」的精神，固然是在強化並提振我們對自我「品德」反思之意

義，然而卻也不能忽略所謂「治」的實質層面；「德性」的全面意義，正是在顯

現出一個具有其思索能力並且能進行調整自我與事物之間關係的個體；當我們在

思考自己可以是一個什麼樣的「器」時，「於內」則思考到自我，「於外」則推展

到群體，我們實際在進行的，是一場「何以器？」與「器於何？」的生命展演；

「於內」的省思是「成己」，「於外」的推展是「成物」；「成己」與「成物」便是

一事，生命就在此展演出其平衡與和諧。「何以器？」，將呈現出對自我的省思，

與其經由檢討之後所引領而出的生命厚度（內省於己），而「器於何？」，則能提

升對自我的生命期許，與其歷程中的種種靈活效應（外推於物）。 

 

    正當我們接觸到所必須面對的課題時，「自省」的作用啟動了我們對事物理

當有所因應的基本態度，而這種「自省」的確切意義則已經如實地開顯出對事物

的實際推動，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參與其中的。從外在的觸碰，到內部自省的喚

醒，以及最終又推展到對事物的因應上；歷程中，生命經歷了許多總體檢閱與轉

化，檢閱了原先自是與固定的思考，轉化了過去僵化而停滯的自我。所以，一個

「不器」的「君子」，理當從這樣的視野不斷觀照著自身。據此，所謂「以德治

天下」的精神與意義，理當包含「內部省思」與「外在實證」兩種條件雙向交融

之狀態。 

 

    讓我們再度審思朱熹的註解。當我們只是一個制式化的器時（各適其用），

生命極容易停滯於現狀而沒有生意，我們的生命會因此而自封、故步，甚至會因

某種自是而形成某種程度上之思維阻礙（不能相通）；那麼此「適」就會產生某

種「失衡」，這樣的「各適其用」將會大大縮小生命的高度與寬度。一個具有自

我省思與外推之用的修養者（成德之士），他必須透過不斷地學習來提升自我生

命的品質（體無不具），以一個不斷需要進行自我修養的生命品質來因應事態的

變動（用無不周）；所謂「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的關係，將成為一個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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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的良性循環。 

 

    當生命面對種種課題時，正是生命得以轉化的重要基礎，於內而省，外推而

成；外部事物引領生命必須學習，而學習的實質意義將先由自省開始，再經由自

省之後予以推出（於內而省，是面對事物的基本態度；外推而成，又是另一次全

然的新的面對自我），學習的實質核心將朝向於自我與事物之間關係的思考與判

別上，在一個「不器」的生命的寬度、厚度與高度上，尋得其運作的「平衡」。

所謂「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正是在思考生命必須隨時予以調整與轉化，調整、

轉化自我在種種變化的事物關係上。 

 

    當孔子稱子貢是一個「器」，是一個「瑚璉」時；誠如芬格萊特所發現的，

孔子正是希望子貢能思考著，我身為一個器皿的重要性，是在其群體意識作用中

所發揮出的意義。事實上，這也顯示著，孔子也期盼著子貢要深入思考著「君子

不器」的道理。芬格萊特有沒有進行內在性的思考呢？答案肯定是有的。但是，

他的省思結果卻朝向於禮儀的外顯意義，從而轉向於人類群體意識活動上做一整

合；他的看法使我們肯定了禮儀（形式－作用）的重要性及其意義，當然還包含

著禮儀內部所蘊含的精神。 

 

然而，孔子卻不意外的提出「君子不器」的叮嚀，在杜維明的思維理路中，

孔子所期盼的，更是在指向於內在性的反思上。杜維明有沒有看重外顯的作用性

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是，他最終的整合則朝向於自我內部的反省動力上；他

的見地促使著我們肯定了人心（情感－思維）的創造力與其意義，當然其中也包

含著人類內在情感的真誠感召力量。 

 

    最終我們可以相信的是，「女瑚璉也」與「君子不器」的思想關係是成組且

互動的，在深具共同思維的體系中，它們之間所謂的衝突是不存在的，它們正已

孔子自己的言語及行動中將其內部與外部連結起來；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不是矛

盾定律中所得出的中間值；事實上，它們同時是並存的，並且更能指向在任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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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生的未來時空當中而持續進行著。因為，這是一個「活絡」且「完善」的器；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有思維能力」、「可塑性強」，而「活動力俱足」的生

命體。 


